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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植物学家、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老先生，于2013年6月20日凌晨1

时31分驾鹤西去，享年九十七岁。我1981年采访吴老时，他亲口告诉我，他要争取活到八十岁。他

的这个“奋斗目标”，之后做过两次修改，“活到一百岁”，“活到一百二十岁”。最终，他活到

九十七岁。但无论是按照中国标准，还是国际标准，九十七岁都应该是“高寿”了。

吴老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来得并不突然。2013年初，我去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门

诊，曾想去该医院的干部病房看望长期住院治疗的吴老。昆明植物所有人告诉我，目前吴老的病情

严重，已不认识人了；除护工外，所里另外还派有四位年轻人轮班在病房守护。鉴于吴老的病情，

我就没有去病房看望他。

我最佩服也比较熟悉的两位院士（施立明、吴征镒），我都未能在他们头脑尚保持清醒时与他

们作最后的交流。1994年，我与中科院昆明分院党组副书记张家和同志到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

ICU病房去看望施立明时，他已经昏迷不醒。这次本想去看望吴老，但听说他已不认识人，也就没

有去。真遗憾！

我得知“吴老去世”的消息也很迅速。中国科学院的官方微博是6月20日16时44分发布这个消

息的；我却是在七个小时前（即当天早晨，昆明植物所的人刚上班）从昆明植物所一位友人给我来

的一个电话里，得知吴老去世的消息。

1978年，国务院批准新组建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它的首任院长兼党组书记刘希玲同志刚上任

不久，就因罹患癌症，不幸去世。1980年，中国科学院任命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吴征镒兼任中科院

昆明分院院长，直至1984年离任。

吴老兼任昆明分院的院长期间，我担任分院办公室副主任，和吴老曾有过一些接触。今天，提

起吴老，我不禁回忆起一些往事：有些是工作方面的，有些则是生活小镜头。

吴老两次发话，留我在中科院昆明分院工作

我爱人沈定华因为受我“右派”问题牵连，于1957年12月被下放到禄劝县当小学教员。1979年

初，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共青团云南省委为我落实政策（右派改正），省委组织部分配我到中科

院昆明分院工作。此时，我的儿女均已到外地上学。沈定华做了“子宫次全切除”手术，却一人留

在禄劝，生活无人照顾，很不方便。我申请把沈定华调回昆明，分院主管领导却不同意。我不得不

另觅单位。昆明师范学院党委同意接收我和沈定华，安排我到外语系当老师，沈定华到师院图书馆

工作。正当我准备前往昆明师院报到时，分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鲜春同志去请示院长吴征镒。院

长却不同意我走；分院人事处只好往禄劝县委组织部发调令，把沈定华调回昆明。

1983年，我在分院计划处工作，经常外出参加中科院召开的一些全院性专业会议。那个时候，

与会人员的住房、坐车，均与职称挂钩；我虽然是1950年毕业的大学生，职称却是个“白板”，因

追忆吴老

刘增羽

（1930～），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原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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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会议期间我的生活待遇还不如一个助理研究员（当时，1958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少人的职称已是

副研究员），我颇有微词。不久，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打算调我去该室工作，省委组织部打电

话正式征求分院党组副书记鲜春同志的意见。老鲜不便作主，就去向吴院长请示。吴老又不同意放

我走，理由是，分院办公室需要一个既能搞中文，又能搞英文的人。

吴老明白，我想调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职称”，而政策研究室当时不讲职称，只认职务。

正在此时，院部刚刚把副高级职称的审批权下放到分院，吴老当即决定：给我评定职称。走完过场

后，吴院长亲笔签署，赏给我一个“副研究员”。

我是文科出身，在国家级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只能算是“非主系列”，只有资

格从事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副研”究竟在“研”什么。

吴老做科学研究时聚精会神，却在分院办公会议上打瞌睡

分院属于行政领导机关，每周都要开一次办公会议。按照常规，吴老作为昆明分院的院长，理

应出席并主持分院办公会议。

但是，分院开办公会议时，吴老却经常缺席。分院的许多事情，又不能不请他点头。怎么办？

只得由鲜春（分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戴禧融（分院办公室主任）和我（办公室副主任、机关

办公会议担任记录），三人一起前往昆明植物所，向吴老当面汇报，并听取他的意见。

有些重要议题，必须由吴院长亲自到场参加讨论，才可以拍板定案。于是，分院派出专车去黑

龙潭，把吴老接到护国路（分院原办公处）。他一进到分院的小会议室，往一个双人沙发上一坐，

办公会议才正式开始。这个长沙发是会议主持人的专用座位，面向双扇门，背靠玻璃窗；按惯例，

非会议主持人是绝对不敢去坐的。刚开始，吴老还在聆听与会者的发言；可是不久，他就发出微弱

鼾声，睡着了。与会者没有谁愿意，或者敢于去唤醒吴老。大家继续发言。十一点过，会议接近尾

声时，他终于醒来了。副院长、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扼要向他汇报此次办公会议的讨论结果。

他基本上都是“点头同意”，极少有不同意见。

我担任分院办公会议记录，坐得离吴老的“主席专用座位”比较近。他一醒来，就要向我索要

一支香烟，抽抽烟，提提神。

吴老在植物标本馆、在他的所长办公室、在野外考察中，一向是聚精会神；还没听说吴老在工

作时间内打瞌睡。看来，他对分院那些例行公事的、大大小小的事务性工作，并不关心，也不感兴

趣；可能还会认为那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

吴老是个老资格的京戏迷

在昆明植物所，在分院，吴老都是“头号领导”。可是，在他的家里，他也不能例外，是个

“被领导”。和一般常人一样，在家里他也得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八十年代初期，昆明植物所搞基建，不断有拉沙的大卡车出入，沙子常常从卡车车厢缝隙漏到

路面上。有一天，吴老提着两个八磅热水瓶，从他家住处前往开水锅炉房灌装开水。他走到路上，

一不小心，就被路面上散落的沙子滑倒在地，造成骨折，不得不送往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

治疗。

分院领导鲜春同志叮嘱我，抽空要去医院看看吴老。我就骑车去到附一院。

我是来探视病人的，按理说，应该就病情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表达慰问之意。可是，一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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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单人病房，他劈头劈脑就和我谈论起京剧来了。他说，他知道我喜欢京剧（我也不知道他从哪

里得知我喜欢京剧）。他问我，喜欢哪个行当？我说，喜欢老生。他又问我，喜欢哪些京剧演员？

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起京剧老生名家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我

们的整个谈话，就没有一句涉及他的骨折。临别时，他给我布置任务：复制几盒马连良的唱腔录音

带，尽快给他送去，便于他在病房里消磨时间。这时我才明白，吴老是个京剧迷。

2006年，我应中科院昆明分院党组之邀，出任我们分院系统老干部画册《金色记忆》一书的执

行主编。吴老作为昆明植物所名誉所长、中科院资深院士、老研究员，1949年以前即已参加革命，

自然入选这本画册。

昆明植物研究所送来的、有关吴老的生活照片中，有一张是吴老吹笛子的照片。图片说明是：

“吴老在贵州梵净山考察时，在山脚一家出售笛子的商店购笛时调音、试吹。”

横笛是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昆曲又是戏曲艺术的高级形式。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小生俞振

飞先生，同时又是昆曲大师。梅兰芳、言慧珠等多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擅长昆曲艺术。我在想，

难道吴老也会昆曲？一打听，果不其然。吴老不仅会唱京剧，还会唱昆曲；他也能用笛子为昆曲唱

腔伴奏。他和许多中国老知识分子、老科学家一样，是“文理兼通”的能手和多面手。

我采写吴老，心灵感到震撼

1981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胡克实同志来云南视察工作。胡克实同志还有一个

附带任务，就是要为他分管的《科学报》物色一名驻云南的兼职记者。中科院昆明分院秘书长萧隽

琴同志向胡克实同志推荐，说“昆明分院办公室副主任刘增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担任《西南青

年》杂志记者、《云南青年报》副总编辑，是个现成人选。”胡克实副院长一听，就拍板定案；于

是，我开始兼任《科学报》驻云南兼职记者。

不久，中科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院新闻报道工作会议。我作为中科院昆明分院的代表，出

席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时，《科学报》编辑部给我布置的唯一的一项任务，就是采写吴征镒。

我是文科出身，学的是英国文学，对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研究，可说是百

分之百的外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采写自然科学家，就极有可能隔靴搔痒，甚至出大洋

相。为了采写这篇文章，我曾努力学习过少量有关植物分类区系地理最浅显的基础性知识；我还拜

读了吴老有关“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那篇著名的学术论文。定稿过程中，在送给吴老本人审

阅之前，我还专程请教过昆明植物所的植物分类学专家李锡文、陈介、臧穆等几位教授。过去，我

也曾为一些报刊写过一些报道和评论，但从未产生过像这次写吴老的那种紧张不安情绪，真可谓胆

颤心惊。

写吴老，我感到震撼、难以忘却的“镜头”之一，是吴老在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在科研岗

位上为我们祖国所做出的一项特殊贡献。我写道：“1951年，朝鲜战火正烈，我国东北地区飞来了

几片树叶。‘我们国家没有这种树叶啊！只有北美洲才有这种植物。’有一位植物学家在思索。一

查，不出所料，这正是美国搞细菌战使用的树叶。周总理表扬了这位锐敏的植物学家。……”

这里写的那位“锐敏的植物学家”，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吴征

镒。

在中国众多的植物学家当中，吴征镒发现并命名的植物最多，因而被国际植物学界赞誉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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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植物的活字典”。

我曾写过三位中国知名科学家：一是吴征镒，二是彭加木，三是蔡希陶。其中，以写吴征镒

的文章篇数最多。我写吴老的文章，共有四篇：（1）《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的吴征镒》（载《科

学报》第412期）。（2）《吴征镒教授谈开发大西南》（载《科学报》第577期）。（3）《世界植

物发源地在哪里？——记植物学家吴征镒的学术思想》（载《云南科技报》1982年元旦特刊）。

（4）《关于“大师获大奖”的联想》（2008年1月在昆明植物所网站刊登）。如果加上这篇《追忆

吴老》，总数就应该是五篇了。

写彭加木的文章，共有两篇：（1）《营救彭加木同志纪实》（在1981年10月29日《科学报》

刊登）；（2）《彭加木，你在哪里？》（原载我编著的《瀚森文存》和《似水流年》）。写蔡希

陶的文章，也有两篇：（1）蔡希陶同志追悼会《悼词》（为云南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马文东同

志起草的《悼词》草稿）；（2）《愿生命之树常绿——缅怀蔡希陶同志》（以云南省科委、云南

省科协、中科院昆明分院三家单位的名义起草的追思文章，载《蔡希陶纪念文集》第7-9页）。

我给吴老的家属捎去一张字条，表示悼念

我事先就知道为吴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地点和规格。但我没有去到殡仪馆为吴老送

行。

其一，两千余人参加的遗体告别仪式，从头到尾，时间肯定不会短。我因患腰椎管狭窄症，不

能久站。担心我无法坚持到最后。

其二，中央政治局的现任七位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曾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温家宝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延东、汪洋、赵乐际等，

中共中央组织部都送来了花圈，云南省党政领导秦光荣、李纪恒、仇和等亲自参加了遗体告别仪

式。告别大厅内摆不下，不少花圈都摆放在外面。但是，仪式一结束，这些花圈不是烧掉，就是将

白色挽带取下，换个名字又拿去悼念别人。我想，我倒不如写张字条，还可向吴老的家属表达我的

悼念之意。

但是，为吴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2013年6月25日），我曾专程去到昆明植物所在办

公楼三楼为吴老设立的灵堂，清清静静、恭恭敬敬地在吴老遗像面前，对他行了三个鞠躬礼。

在灵堂，我将我写的一张纸条，托当时正在现场的吕春朝同志转交给吴老的家属。我在纸条上

写道：“植物分类区系和植物地理学的世界级专家，中国植物的‘活字典’，超级才子和多面手，

一家四弟兄出了二位院士的吴征镒老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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